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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古 、考古与古史重建
陈　淳

(复旦大学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上海 200433)

摘　要:20世纪初的疑古思潮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也对它的学术定位起到了决

定性的作用。科学考古学理论方法的精髓本来在于超越文献资料 , 从无言的物质遗存中提炼社会文化信息;

考古学最大的优势也正在于能从生态环境 、生存方式 、技术经济 、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等各个层次来全面分

析原始社会在长时段中的历时演变 , 并梳理各种对文明演变至关重要的因素的变量以及它们所起的作用。

“疑”和“思”当然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要素 ,考古学也并非仅是为编史学提供地下材料的工具 , 而是独立探索的

一个领域。从学科范例的变更上来说 ,西方历史学和考古学都发生了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转变 ,提倡超越政

治史和贵族史的范畴 ,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视野来研究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我国的古史重建和文明探源同

样应该超越编年学和文献学的窠臼 ,全面了解文明和社会发展具体轨迹并阐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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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上 ,古史辨运动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崇尚科学和民

主的大背景下 ,继承与结合了乾嘉学派的求实精神和今文经学的辨伪精神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运

用近代史学的科学思辨方法对中国上古史进行了无情的检讨 。由于无论是疑古学派还是传统学派都拿

不出一部“上古信史”来 ,中国学界于是认识到真正的古史重建只有从实物上着手这一条路。正是由于

这场运动 ,使得西方科学考古学能够在 20世纪初疑古思潮最为汹涌澎湃时进入中国 。

20世纪末 ,我国学界对疑古思潮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进行了回顾 。在基本肯定了疑古思潮的历史地

位和积极意义的基础上 ,一些学者认为疑古时代已经结束 ,现在应该是“释古”和重建古史的时候了。提

出这种见解的学者主要是认为考古发现和研究已经为这种历史重建提供了基础 ,并且认为考古学和文

献学的结合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 ,考古学研究应该和文献学联系在一起 ,发掘出来的东西要用文献资料

来说明才有价值 。但是 ,也有学者坦言对考古学的失望 ,认为考古学和历史学是两张皮 ,考古报告搞历

史的人没法看 ,两者无法契合[ 1] (P137) 。

认为疑古时代已经结束 ,我们现在应该进入释古和古史重建的时代 ,这种心情虽然可以理解 ,但我

们还是需要审慎考虑这样的提法是否现实 ,可行性究竟有多大。第一 ,疑古辨伪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科学

思辨方法 ,还是仅仅具有时代特征的思潮和事件  认为我们现在的古史重建无需怀疑精神和科学思辨 ,

把疑古和释古割裂开来 ,这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第二 ,如果认为我国考古学的进展已经为释古和

重建古史奠定了基础 ,可能有点过于乐观 。考古能够发现的地下文献资料毕竟有限 ,其大部分都是无言

的物质遗存 。在尚未能够充分解读出古代社会文化信息的情况下 ,文献和考古发现根本无法契合 ,何况

大段的史前史和上古史没有或仅有少量文献可供借鉴 。许多历史学者坦承他们无法读懂考古报告。在

这种绝大部分考古学成果无法得以充分利用的情况下 ,可信的历史重建又从何谈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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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8年一次回顾疑古思潮的讨论中 ,有人指出中国学者的看法得不到国际同行的认同 ,认为这

是外国学者不开窍 ,不了解中国的考古发现和学术进展 。李零提到 ,西方学者对巫鸿的批评实际上是针

对整个中国学术传统与学术训练的 。其实我们不太了解国外学者的想法 ,所以需要沟通和对话 。于沛

也呼吁将疑古思潮放到世界学术背景这样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去分析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可能更

全面一些
[ 2] (P321 322 , P324 325)

。而笔者则认为中外学者看待古史辨的立场既有科学价值观的差异 ,也有学

术传统的不同。西方学者特别难以接受中国学者那种只重材料 、不讲理论 、缺乏批判意识 ,以及“凭主观

判断来解释历史的作风”[ 3] (P4) ,他们也无法接受以文献为主导的古史重建方法。由于大部分倡仪走出

疑古 、进行古史重建的学者是历史学家 ,他们对文献资料情有独钟 ,认为考古发现中有文字的东西比没

有文字的东西负载的信息更多 、更有价值。他们对考古学的作用 ,特别是当代国际考古学理论 、方法和

实践的进展并不十分了解 。大部分人对考古学的作用还局限在 20世纪初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认识

上 ,以为考古学家可以为他们挖到古代的文字资料 ,有了这些佚籍 ,他们就能据之重建古史了 。其实 ,这

种对考古学作用的认识已过于狭窄 。纵观考古学的发展史 ,其理论方法发展的精髓就是超越文献资料 ,

从无言的物质遗存中提炼社会文化信息 。因此 ,我们有必要深刻反思和检讨我国古史重建中的一些基

本问题 ,以及考古学如何才能真正为历史重建提供材料的问题。本文试图对疑古 、考古及古史重建的关

系进行一番思考和梳理 ,并从国际学界的科学价值 、科学思维以及学术发展现状的角度对我国这项研究

课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比较中外学界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差异 ,介绍科学范例变革和学科交叉

所带来的课题重心转移 ,以期能为我们讨论和评估疑古思潮提供一种比较广阔的国际视野。

一 、考古学史的背景

疑古思潮对中国考古学的起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也对中国考古学的学术定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

用。这种被认为对考证古史有用的方法 ,使得中国考古学成为历史学的分支。加上史学在国学中的尊

贵地位 ,更让人们认定考古学只有依附于历史学才有意义 ,只有用来重构国史才有价值。正是源于这种

对考古学作用和地位的褊狭认识 ,才会有学者提出考古发掘成果只有用文献解释才有意义的见解。这

些学者可能没有意识到 ,文字记载的历史不到人类历史的百分之一 ,难道考古的发现因为没有文献可以

解释就没有意义  研究两河流域和墨西哥文明的资深美国考古学家 、The Evolut ion o f Urban Society

一书的作者罗伯特 亚当斯(R. M cC. Adams)指出 ,文献资料作为社会机构和事件的标识 ,对于我们

分辨其分布和特点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早期文明和国家的文字记载一般局限于贵族的观点和活动 ,几乎

很少提供社会信息 ,更不用说生态的过程和背景了[ 4] (P347) 。如果考古发现只有用文献解释才有意义 ,那

么是否意味着考古材料中只有贵族的观点和活动才有价值 ,而其中蕴涵的大量生态环境 、社会 、经济 、技

术 、艺术 、信仰和平民文化的信息就没有意义 

中国考古学的特点与它被接纳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这种背景与西方科学考古学的产

生和发展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差异很大。可以这样说 ,现代科学考古学的诞生是在理论方法上摆脱和超

越文献记载的局限上来体现其科学价值的 ,而中国考古学却是通过在证经补史中的作用来体现自身科

学价值的 。这种迥异的社会文化背景 ,导致了中国考古学跟欧美考古学十分不同的发展轨迹 。就积极

方面来说 ,中国的古史研究有了一根弥补文献不足的拐杖。但是从消极的方面来说 ,中国考古学没有能

够充分利用出土材料的潜力来全面重建影响社会演变的各种条件 。考古学家在解读历史文化信息能力

上的欠缺 ,直接影响到考古报告的科学性和可读性 。换言之 ,历史学家无法充分利用考古发掘的原始资

料来重建古史。他们至多只能根据出土的一些青铜铭文和简帛的文字资料来补充他们的信息 ,面对出

土的大量物质材料只能表现出对考古学“本位主义”的浩叹和与考古学难以沟通的无奈。

19世纪科学考古学在欧洲的诞生有几个关键的条件。第一是 18 世纪末启蒙运动带来的思想解

放。启蒙思想本质上是思辨性的 ,它提倡社会和技术进步的法则 ,对于民众世界观摆脱宗教束缚和促进

自然科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第二则是欧洲古物学的基础。与中国金石学依赖文字不同 ,从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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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起 ,一些早期欧洲古物学家就开始尝试和创造独特的方法来研究古物 ,比如从器物形制和建筑风格来

分析它们的时代和源流 ,这些方法都对后来科学考古学方法的诞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三 ,是自然科

学 、特别是地质学和生物学发展的影响。英国考古学家丹尼尔说过 ,欧洲古物学向考古学发展有赖于

18世纪末和 19世纪初自然科学的进步。在地质学出现之前 ,在均变论被广泛接受之前 ,不可能有真正

的考古学
[ 5] (P13)

。

科学考古学诞生的标志是丹麦古物学家汤姆森三期论的确立 。三期论的意义在于它创造出了一种

完全不求助于文字记载的年代学方法来独立研究古物的路径 ,成为古物学和考古学的分水岭 。丹尼尔

在评价三期论时就论及考古学超脱文献资料进行研究的重要性 ,并说 ,汤姆森没有陷入关于凯尔特人 、

古不列颠人和日尔曼人的迷茫和想入非非之中 ,而是根据器物石 、铜 、铁的材质变化 ,提出了三阶段的分

期学说 ,创立了相对年代的思想以及理论基础 。没有这种相对年代的思想 ,史前考古学就绝对跳不出古

物学的窠臼 。由此可见 ,不依赖文字材料 ,从物质遗存本身来研究历史是科学考古学的精髓。正是汤姆

森的系统理论满足了这种要求 ,使得三期论被誉为“史前学的基础”和“现代考古学的柱石”
[ 5] (P39 40)

。

在汤姆森以三期论来建立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的同时 ,将出土文物与历史传说和文献记载的民族相

对应的方法也十分流行。汤姆森的助手 、丹麦考古学家沃尔塞运用考古材料来研究丹麦的古代史 ,但是

他反对将考古学上分辨出来的古代群体与历史传说中的民族挂钩。他认为 ,史料中不可能全面保留了

最初居住在北欧的所有民族;面对少得可怜又似是而非的材料 ,也就犯不着执意将它们和史料上记载的

古老民族拉上关系。历史学家对他的观点持批评态度 ,认为他的做法对史学研究毫无助益。但是他反

驳道 ,如果接受这种批评 ,那么全部的史前学将在史学研究中变得毫无意义[ 5] (P38 39) 。

不可否认 , 文字释读对于重建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商博良(J. F.Champollion)和罗林生

(H.G.Raw linson)二人对埃及象形文字和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释读 ,延长了两地 3000年的文明史。但

是倘若依赖文字记载来解读古物以重建古史 ,马上就会因文字记载的缺乏 、内容的含糊不清 ,以及文献

记载与出土文物难以对应而变得困难重重。比如在地中海东部的早期考古研究中就彰显了史学家的痼

癖 ,学者们努力用历史名称来命名史前文化和重建区域历史 ,将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考古发现贴上腓

尼基人文化 、利古里亚人文化 、伊比利亚人文化 、凯尔特人文化和条顿人文化等标签 。后来 ,这种研究方

法被斥为完全的虚妄之谈 ,被视为根本无法证明的问题 。虽然谢里曼的考古发掘始于对荷马史诗的向

往 ,得益于历史的启发 ,但是其贡献却完全超越了文献的范畴 。他起初打算用考古发掘来证实荷马讲述

的历史事实 ,但是结果却表明 ,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存在局限性 。他的发掘把史前考古学真正提高到

一个显要的地位 ,并且旗帜鲜明地向全世界宣明 ,考古发掘与对非文字材料的研究同样可以建立起现代

化的古史体系。换言之 ,谢里曼发现古希腊的奥秘 ,是用考古学方法将历史学从文献探索的油灯下解放

出来 ,将其置于古希腊灿烂的阳光下[ 5] (P142 143) 。

中国考古学的产生背景和科学考古学在欧洲诞生的背景十分不同 。中国虽然没有宗教思想的禁

锢 ,但是却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中国有发达的经史学传统 ,却缺乏产生自然科学的土壤和

条件 。中国虽然有悠久的金石学根基 ,但是却没有从文字释读转向对器物进行独立研究的探索动力。

所以 ,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出现是被作为一种有助于获取“地下之材”的掘地技术而引入的。一些至关

重要的理论方法 ,包括三期论的相对断代思想在像西阴村和殷墟发掘等考古学处女航中几乎没有得到

体现 ,田野工作完全是以考证古史和文献为出发点的。李济发掘西阴村 ,是因为他推测夏县可能是夏王

朝的所在地 。对于殷墟发掘 ,张光直指出它完全是由对甲骨文的寻求而促成的 ,而甲骨文研究更是文献

史学的延伸。因此殷墟发掘的主要收获还是体现在“累集史料”上 ,它的方法体系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史

学的窠臼
[ 6] (P6 7)

。在殷墟出土遗存的处理中 ,对甲骨的整理和研究无论在操作上还是在重视程度上 ,都

远远超出了殷墟其他相关材料 ,成为安阳发掘的“关键珍品” 。李济将 1936年夏第十三次发掘所发现的

H127甲骨堆积称之为“明显居于整个发掘过程的最高点之一 ,它好像给我们一种远远超过其他的精神

满足”[ 7] (P88) 。

由此可见 ,科学考古学从欧洲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中后 ,社会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 。中国学者将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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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仅仅看作是挖掘“地下之材”的有用方法 ,使得孕育科学考古学的思想精髓没有和操作技术一起输入 ,

而科学考古学的要义就在于超脱文献来独立研究物质遗存 。令人困惑的是 ,我国学界对此并没有足够

的自觉 ,比如李学勤先生便对中国考古学的最大缺点是过分与历史学相结合 、呼吁考古学应该超越文献

才能吸收新东西的看法不以为然 ,坚持认为只有考古学和历史学相结合才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
[ 8] (P57)

。

从上面介绍的考古学发展史可见 ,这种所谓的中国考古学特色 ,在本质上是与科学考古学的宗旨相抵

牾 、并早在谢里曼时代就已被证明存在重大缺陷的研究途径 ,是考古学发展的最大障碍和古史重建的最

大误区。

二 、认识论与方法论

虽然中国考古学的出土材料激增 ,但是具体研究仍没有给古史重建带来一片灿烂的阳光 。究其原

因 ,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我国学界只把考古看作是掘地技术 ,是历史学的附庸 ,而不是一门独立提炼信

息的学科。中国考古学的这种缺陷显然是在它被引入中国时的定位和期待所决定的 。一些学者信奉王

国维的“二重证据法” ,认为考古发掘为文献研究提供材料才应该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殊不知 ,像甲骨

和金文简帛这样的地下之材毕竟有限 ,大量无言的物质遗存如果无法转化为有意义的社会历史信息 ,中

国的上古史仍将是一片迷茫。长期以来 ,中国考古学将原始材料的积累视为第一要务 ,而对材料的信息

解读则不重视 ,使得这门学科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材料积累 ,而不是对材料的信息解读上。这正是许多历

史学家对考古学感到十分困惑和隔膜的原因 。因为考古学家津津乐道的类型学和地层学只是整理材料

的分析概念和方法 ,大量考古报告的器物罗列和描述并不能为历史学家提供可以理解和利用的历史知

识。19世纪的法国哲学家 、数学家 、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庞加莱(J. H . Ponca re , 1854 1912)曾经说

过:“科学由事实所构建 ,正如房子由石头筑成一样;但是一堆事实不是科学 ,正如一堆石头不是一座房

子一样。”[ 9] (P66)而这正是中国古史重建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一大堆出土材料如果要成为一门科学 ,并

转化为历史学家所能利用的具体知识 ,那么考古学除了类型学和地层学之外 ,还需要其他理论方法的开

拓与帮助 。

这里有必要探讨一下认识论的问题 。在中国 ,考古学被认为是一门实践性或实证性的学科 ,主要凭

借发掘材料来了解人类的过去和重建历史。中国传统史学强调“无征不信” ,这种认识论与建国以来大

力提倡的唯物史观也十分吻合 ,即提倡研究的客观性。但是中国治学传统也有重视主观性的一面 ,即

“心知其意”
[ 10] (P40)

。张光直先生将中国学者的治学方法形容为:一方面表现为特别重视客观史实的记

载 ,另一方面又以史实的描述和选择来表明自己价值观的主观判断 ,也就是凭主观判断来解释历史。这

种治学方法在考古研究中表现为特别重视材料的获取和考证 ,而不信任主观的理论 ,认为理论只不过是

一种成见[ 3] (P4 5) 。对认识论中主客体关系认识的欠缺 ,难免使我们常常把增进对过去的认识寄希望于

材料的积累 ,而不是持续反思和提高自己的观察和研究能力 。

为此 ,我觉得中国的古史重建和文明起源研究不能再闭门造车 ,不能再局限在文献学范畴内来进行

了。其实 ,以文献学为基础的史学研究和考古学研究是两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它们的目标相同 ,但各自的

研究材料和方法却有很大的差异。即便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所涉及的地下之材 ,也仅仅是指出土的文

字资料 ,而大量的物质文化所能提供的信息是区区文字资料所无法比拟的。因此 ,重建远古文明史需要更

多地依赖考古学的探究。其他文明古国由于文献资料不如中国丰富 ,所以考古学家们努力发展各种方法

以从考古资料中独立提取信息。中国有丰富的文献资料 ,这是我们的福气和有利条件。但是 ,文献和考古

研究应该作为积极反馈的两个独立研究领域来进行操作 ,不能将考古看作是史学的附庸 ,认为有文献帮助

才可以使我们的古史重建和文明探源工作做得更好更细致。不然 ,从文献出发进行研究会严重限制考古

学的视野和它的探究潜力 。考古学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能从生态环境 、生存方式 、技术经济 、社会结构乃至

意识形态等各个层次来全面分析原始社会在长时段中的历时演变 ,并梳理影响社会文化复杂化的各种因

素 ,如环境 、人口 、技术 、经济 、宗教等与文明演变至关重要的变量以及它们所起的作用。只有深入了解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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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变量的互动关系以及文明发展的进程和轨迹 ,我们才能真正重建古史和完成中华文明探源的任务。

1930年代 ,英国牛津大学考古学家罗宾 科林伍德(R. G. Collingw ood)对如何通过考古发掘和研

究来了解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思考。他指出 ,成功发掘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 ,一项发掘无论其大

小 ,发掘者都应该明瞭其发掘的理由 ,必须知道他想找什么 ,然后决定怎样发掘才能找到。这就是科林

伍德的“问答逻辑”的中心原则 。他说 ,早期的考古发掘都是盲目的 ,没有寻找答案的明确问题。虽然后

来考古发掘从 18世纪的挖宝转向 19世纪的求知 ,但是在操作上基本也是盲目的。这一时期的考古发

掘仍以遗址而非问题为导向 ,即选择一个遗址进行系统发掘 ,在完整发掘后 ,再选择下一个遗址 。这种

发掘的结果是 ,博物馆堆满了出土文物 ,但是对于遗址的历史仍所知甚少。

科林伍德指出 ,探索过去不只取决于探方里出些什么东西 ,也取决于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对于询

问不同问题的人来说 ,出土器物的含义各不相同。比如 ,那些倾心古董的人可能只关注出土文物的市场

价值;关注类型学的考古学者可能主要留意出土遗存的年代和文化谱系;对于历史学者来说 ,文字资料

才是他最关心的内容 ,其他东西则毫无意义;而关注社会发展和文化适应的学者则会留意许多生态环境

和生存方式的迹象;而对于没有想法的人来说 ,这些东西可能什么都不是。因此 ,他认为 ,认知思维并不

是一种被动的感知过程 ,而是积极的探究 。科林伍德还指出 ,即使是最简单的感知也只能来自于观察者

脑子里固有的概念。人们无法感知自己经验之外的现象。虽然像时空等概念与生俱来 ,但是人类大部

分的认知概念是习得的。不管这些概念来自何处 ,如果没有这些习得的概念 ,任何观察都将毫无意义。

此外 ,科林伍德还认为 ,考古学家研究的历史并不是死亡的过去 ,它仍然存活于今天。因为我们有

关于过去的了解都来自于遗留至今的文献和器物 。考古学家只关心那些他们习惯思考的东西 ,除此以

外都没有意义。因此 ,对考古学家来说 ,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只是他们脑子里的想法 。他们复原的历史 ,

只不过是将过去残留至今的材料在与过去有别的条件下用本人思想的再造 。由于每个历史问题都来自

于现实生活 ,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情况 ,因此这种历史的探究所获得的

知识只不过是学者将工作与自身感知结合而已[ 11] (P97 99 , P110 115) 。

今天的考古学家也越来越意识到 ,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会影响他们探询的问题和他们所认为是合

理的答案 ,这种影响包括民族意识 、政治导向 、经费资助以及权威学者的观点等 。为此 ,加拿大考古学家

布鲁斯 特里格(B. G. Trigg er)说 ,考古学阐释受现代社会的左右不会随学科的进步而减弱 ,它是世界

考古学的一项永恒特点。从最坏的情况而言 ,这意味着没有真实的过去可以被研究 ,考古学家没有办法

来证明他们重构的历史是真实的。因为我们今天阐释的对象只不过是“过去留在今天的印迹” ,考古学

家和历史学家无法证明他们重构的历史就是真实的历史。由于考古记录作为过去的产物是由完全独立

于我们信仰之外的力量所塑造的 ,从这个意义而言 ,真实的历史独立于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所给予的重

构和解释之外。但关键的问题在于 ,如果带有价值观倾向的判断左右着我们的解释时 ,我们如何才能明

白我们重建的历史是真的  因此特里格认为 ,希望利用考古材料作为一种宣传工具为政治和社会服务 ,

其结果对我们是有害而无益的
[ 12] (P379 382)

。

目前我国一些学者在对古史辨的评价上 ,虽然口头上肯定其时代意义 ,但是又以指责其怀疑过头 、

造成古史的空白为由加以贬低 。于是 ,1990年代初便有学者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 ,认为疑古

造成的负面影响太大 ,应该走出这种阴影。其理由是 ,考古出土的文献表明许多古籍不可轻易否定 ,疑

古搞了许多冤假错案
[ 8] (P28 30)

。还有学者指出 ,虽然疑古派的观点表面上看来似乎贯穿了一种对待史料

的合乎现代史学规范的要求 ,但实际上它本身是非常不严谨的 ,因为他们从未提出过任何关于这些传说

是由某部文献或某个古代学者编造出来的直接证据 ,在方法上的不严密是显而易见的[ 13] (P94 95) 。这些

批评的片面之处在于:刻意纠缠于疑古辨伪之太过 ,完全不顾及其求真的一面 ,而疑古辨伪的目的正是

为了求真
[ 10] (P41)

。

傅斯年当年曾说:“史学便是史料学” 。他进而将史料分为两类 ,一是直接的史料 ,二是间接的史料。

比如 ,像《周书》和《明史》是间接的史料 ,毛公鼎和明代档案则是直接的史料。直接的史料比较可信 ,间

接的史料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和加减。但是直接史料也许是孤证或例外 ,而有时候间接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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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却可能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所得 。所以 ,要获得历史的真实面貌 ,需要随时随地 、分别看待。傅

斯年的看法体现了现代科学的理性思辨 ,是历史学和考古学进行历史重建时所必须慎重考虑和对待的

问题。他这样评论历史记载的可靠性问题:“一件事经过三个人的口传便成谣言 ,我们现在看报纸的记

载 ,竟那么靠不住。则时经百千年 ,辗转经若干人手的记载 ,假定中间人并无成见 ,并无恶意 ,已可使这

材料全变一番面目;何况人人免不了他自己时代的精神:即免不了他不自觉而实在深远的改动 。”[ 14](P2 5)

傅斯年的见解其实代表了古史辨学派的精髓 ,也是任何从事科学探索的人们所必须遵循的基本理

念。此外 ,吕振羽也指出 ,伪造历史是剥削阶级的传统。限于当时科学知识的水平 ,大家不但竞相从历

史上找根据 ,且不惜托古以加强自己的论证 ,因而演成伪造历史的风气 。正如地下考古一样 ,从地层的

分析上 ,分别出同时代的遗物 ,和因地层的变动或其他原因而杂入不同时代的东西。所以我们在中国史

的研究上 ,对古书中的材料 ,也必须经过一次开挖的手续 ,才能正确引用[ 15] (P16 17) 。

遗憾的是 ,疑古辨伪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在中国学界似乎一直很不吃香。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顾

颉刚虽然被人尊重 ,但是因为挑战传统 ,从来不被看作是学界的主流。以批评疑古派怀疑过头或怀疑方

法很不严谨来否定史料梳理的必要性 ,集矢于材料梳理过程中出现误判这种正常现象 ,藉此来否定对文

献资料进行科学梳理的必要性 ,本质上是维护和回归传统的一种辩解 。殊不知 ,怀疑精神正是科学最基

本的精神 ,真正有见地的科学家都提倡并强调怀疑精神 。古人云 ,于无疑处见疑 ,方是进展。朱熹说 ,学

贵善疑。明代学者陈献章说 ,疑者觉悟之机也 。李四光说 ,不怀疑不能见真理 。爱因斯坦说 ,科学家很

难察觉他们训练中所习得的概念会存在问题 。所以 ,为了科学就必须反反复复评判这些基本概念 ,以免

我们会不自觉地受它们支配。欧洲谚语说 ,怀疑是智慧之母 。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的座右铭就是“怀

疑一切” 。由此可见 ,怀疑不仅是一个学者必须具备的特质 ,也是人们进行科学探索的首要环节 。这种

怀疑不是无端的猜疑 ,更不是否定或抹煞一切 ,而是建立在对事实和知识进行分析基础之上的怀疑。人

的认识发展就是一种由疑而信 ,由信而疑的过程。初看起来怀疑是一种消极的行为 ,它似乎是要否定一

种知识 ,但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行为 ,它常常意味着思维的进展和认识的提高。科学问题通常是以否定

的形式向当代的科学理论提出疑难和诘难 ,这种疑难和诘难有时带有极大的挑战性 ,动摇了那一时代的

科学根基 ,实际上正是这些疑难和诘难 ,推动了科学的进步 ,甚至造成了科学的革命 。在科学的思辨方

法中 , “疑”和“思”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原动力 ,可以说 ,有条理的批判性思维不仅是科学的基本方法 ,而且

也是所有科学研究的基本特点[ 16] (P68 76) 。

虽然人们不否认科学需要怀疑精神 ,但是传统观念却不但不鼓励怀疑 ,甚至经常扼杀科学中可贵的

怀疑精神
[ 17] (P27)

。据此 ,我国一些学者以疑古辨伪中出现错判和怀疑过头为由 ,否定这种科学精神及其

作为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这从科学发展观而言不能不被看作是一种维护传统的倒退 ,从方法论而言则有

悖于起码的科学精神 。令人惊讶的是 ,这种传统观念竟然以一种意识形态立场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

有人说 ,对于备受外国霸权欺凌和压迫的中华民族 ,疑古思潮是对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的打击。因

此 ,即使从政治层面上来评价古史辨运动 ,也不能只对它作正面的肯定
[ 18]

。从中国传统史学中表现的

道德价值取向和民族主义情结来看 ,这种言论显然难以被看作是一种学术观点 。由此推理 ,认为古代史

料可以增强民族精神而不宜对其中掺杂的讹伪成分进行辨析和梳理 ,那么这与英国人用伪造的皮尔唐

人头骨和日本人用假石器来推前本民族的历史 、弘扬狭隘的民族主义精神有何本质区别 

疑古辨伪的意义被人刻意贬低 ,也和考古学在中国的处女航———殷墟发掘结果有密切的关系。殷

墟发掘是标志着中国考古学起步的一项重要成就 ,但是在解决传统学派和古史辨派之间的争论上 ,却成

为一个十分不幸的开端。正是殷墟发掘与典籍的吻合 ,使得这一成果变成了对疑古思潮的嘲讽 ,客观上

为维护传统提供了科学依据。其结果便在学界产生这样的想法 ,即典籍中的记载基本是可信的 ,怀疑精

神不但多余 ,而且反会造成混乱 ,造成政治上的负面影响。所以 ,殷墟的发掘成果不只是对疑古辨伪的

一个重大打击 ,也是对倡导科学精神的重挫 ,它支持了史籍的可信度并巩固了饱受诘难的传统学术的地

位。于是 ,被傅斯年赞誉为“如牛顿之在力学 ,达尔文之在生物学”的古史辨研究[ 14] (《与顾颉刚论古史书》, P63) ,虽

没有被否定 ,至少被排斥到边缘的地位。结果 ,本来就缺乏科学思辨的国学方法又重新巩固了自己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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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这也使得中国考古学在后来的半个多世纪里 ,没有再在完善理论方法上下功夫 ,把自己紧紧依附于

传统史学 ,成为证经补史的工具。

中国传统认知体系中缺乏自然科学方法 、特别是逻辑和抽象思维的因子 ,其中对传统知识体系崇尚

有余而批评不足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中国的价值体系中 ,历史被看作是代代相传的知识和经验积

累 ,传统被赋予了民族的价值观 ,因此对历史以及传统的怀疑和批评自然被视为居心叵测 ,怀疑精神也

就被蒙上了一层消极的阴影。另一方面 ,这也可能和我国历史和考古学者主要受传统国学熏陶 ,受传统

思想的潜移默化有很大关系。于是 ,在面对新思维和新理念与传统方法发生冲突或产生质疑时 ,常常会

不自觉地站在传统立场来加以评判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中世纪的欧洲 , “进步”和“不道德”几乎是同义

词。一百年前的中国大体也一样。新旧是有道德意义的 ,新的东西很危险 ,被称为“奇技淫巧” ,旧的东

西反倒是几千年来一直宣扬的东西[ 19] (P28) 。这种认识论的道德价值观 ,在我国人文学者中是否仍然存

在 ,显然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不解决这个问题 ,认知因素最终会影响到研究中具体问题的选择和方

法论的采纳 ,从而决定我们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

传统史学中对史料的重视也对考古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我国的考古研究中有这样一种倾

向:学者们将发掘材料等同于文献资料 ,把材料积累等同于知识积累 ,把考古资料的累集看作是史料累

集的延伸。如李济将殷墟发掘的主要成就看作是“累集史料” ,是“地下材料”的增加 ,并将其誉为中国史

学界革命性的变化。于是 ,中国考古学的治学方法继承了传统史学的精神:以中国为对象 ,以新的春秋

大义为目标 ,以文化个案为基本资料 ,以对现代群众的教育为目的[ 6] (P7) 。然而 ,被忽视的一个关键问题

是 ,考古发现的物质材料不等于史料 ,没有经过考古学理论方法详细而严谨的分析研究 ,出土材料本身

是无法提供有意义的历史知识的。由此可见 ,没有正确的科学态度 ,缺乏理性的思辨精神 ,没有独创的

理论方法来提炼各种信息 ,“走出疑古”和重建信史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奢望。

三 、范例的变革

对于提出“超越疑古 ,走出迷茫” 、强调用“二重证据法”重建古史的学者而言 ,他们的思维和研究方

法仍停留在 20世纪初的水平。一个多世纪以来 ,科学研究的对象没有变 ,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却日新

月异。那些坚持文献学和考古学相结合的学者可能没有意识到 ,当今的历史学和考古学早已不再沿用

20世纪初的那种治学方法 ,中国目前的研究状况已经远远滞后于国际水准。因此 ,我们有必要谈谈科

学范例变革的问题。

美国哲学科学家托马斯 库恩对科学范例(paradigm ,又译作“范式”)的变更和科学革命作过著名

的精彩论述 。 ———所谓范例就是学术界公认的研究模式和规则。库恩将范例定义为一种公认的科学实

践规则 ,包括定律 、理论 、应用和实践 ,它们为科学研究特定的连贯的传统提供了模式 。他还提出了科学

革命的概念 ,将科学研究分为“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两种状态 。“常规科学”是指坚实地建立在一种

或多种过去科学成就基础之上的研究 ,这些科学成就被某个科学共同体在一段时间内公认是实践的基

础。然而科学的发展往往不在于常规科学的完备 ,而是在于科学革命 。随着新范例的确立 ,一些老问题

会转移给别的学科去研究 ,或被宣布为完全“不科学”的问题 。以前不存在的或认为是无足轻重的问题 ,

随着新范例的出现 ,可能会成为导致重大科学成就的基本问题
[ 20] (P9 , P21 , P34 , P95)

。

20世纪上半叶 ,西方的考古学和历史学都发生了科学范例的变革 ,产生了新考古学和新史学的范例 。

由于历史的原因 ,中国学者的治学方法一直停留在史料学和编年学的传统模式上 ,对国际上科学范例的变

更感到十分陌生。因此 ,了解一下科学范例的变更和国际考古学 、历史学在理论方法上的研究现状十分

必要。

1. 新考古学 。自 1950年代开始 ,考古学像其他门类的社会科学一样迅速变得面目全非了。科学

技术的日新月异 、电脑的普及 、统计方法的广泛应用以及科学哲学的影响 ,使得考古学从古代遗存中提

取信息的能力迅速提高 ,它的技术手段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广泛 ,分析的种类也越来越多。在这种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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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理论研究也随之蓬勃兴起 ,不但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流派 ,并促成了分析方法的分化和探索领域的扩

展 ,考古学已从一门大致上的描述性学科发展成更为严谨的探索性学科。

1960年代首先在美国兴起 ,同时在英国独立发生的新考古学运动 ,成为考古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新

考古学又被称为“过程考古学”(processual archaeology),这里的“过程”一词与“动力机制”同义 ,意在表明其

主要宗旨是研究社会演变的动力或原因。新考古学抛弃了文化历史考古学中将文化看作是一批典型物质

遗存的集合 ,而将其看作是人类对环境的超机体的适应方式 ,并将环境 、人类及其文化看作是一种相互作

用的系统 ,而这种系统的运转并不取决于人类适应的生物学过程 ,而是取决于其拥有的文化亚系统的功

能。新考古学还重新定义了学科的研究目标 ,将其概括为三个范畴:第一是复原文化历史 ,第二是复原人

类的生活方式 ,第三是研究文化的进程 。文化进程是指“阐释考古遗存产生 、发展和传承的原因” 。

在美国新考古学兴起的同时 ,以英国剑桥大学为代表的一批年轻考古学家也开始以批判的眼光对

传统考古学进行反思 ,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戴维 克拉克(D. C larke)。他说 ,二战后的几十年里是考

古学学科环境和内容急剧变化的时代 ,相邻学科在相互碰撞中改变自己 ,出现了一系列崭新的探索领

域。这期间重大的技术进展为考古学提供了崭新的手段 ,从大型挖土机到新式的航空及水下设备 ,从运

筹学 、原子物理到计算机电子学 ,一场质和量的技术和社会革命正慢慢地改变着全世界的考古学。

新的研究体系产生了许多新的观察结果 ,了解到了以前根本无法知道的原因和复杂情况 ,进而从根

本上震撼了整个学科体系 。这些新的结果可能完全改变了在旧学科研究体系中所得到的成果和定型认

识 ,从而必须对这些认识进行重新的修整 。克拉克进而指出 ,新考古学就是新环境当中新方法 、新观察 、

新范例 、新哲学和新思想体系的相互渗透和交融。对考古材料和现象的解释存在各种不同的目的和层

次 ,因此考古学家必须整理出一套明确的程序规则 ,以检验和判断解释的正确性 、中肯性和合理性。对

考古现象直接原因的解释与对现象更深层次的动力机制的解释 ,往往被搞混。所以 ,考古学必须完善它

的理论体系 ,它既要有负责解释考古现象相互关系的那些低层次的理论 ,还要有一种统领全局的总体理

论。克拉克最后呼吁 ,田野考古学家应当更加认识到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 。有了明确的理论意识 ,

他的贡献就不只是考古资料数量上的增加 ,而且可以达到质量上认识的深化
[ 21] (P134 151)

。

新考古学的兴起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意识到仅仅采集材料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考古材料本身的

具体性无法告诉我们有关过去的事实 ,考古学必须摆脱那种经验和直观的分析以及常识性的推断来研

究考古材料 ,应该引入各种精密科学方法进行量化分析 ,然后对考古现象和社会文化发展的原因作出理

论的阐释 。对传统方法的不满浓缩成一句话就是 ,“我们应当更加科学化和更加人类学化” 。

从 1970年代下半叶开始 ,一批考古学家对新考古学日益不满 ,他们特别是对从环境决定论来解释

人类行为和社会发展的局限性提出质疑 ,批评新考古学在解读和阐释人类的认知因素和世界观方面的

无能。于是 ,剑桥大学一批考古学家开始从人的意识形态和认知角度来研究考古材料 ,关注人的能动性

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他们认为 ,人类文化并非一种只对环境起作用的适应系统 ,人类思想和

他们的生存环境同样重要 。人类的物质文化是由人类的思想所积极操纵 ,物质现象不只是对生存环境

和社会结构的被动反映 ,而是特殊社会策略的一部分 。这一进展导致了考古分析在如何来看待人类本

质的问题上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 ,出现了多样化的考古学思潮和流派 ,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学术群体 ,被

考古学界称为“后过程考古学” 。

后过程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关注意识形态对社会演变所发挥的作用 ,关注文化现象所蕴涵的“思

维”和“价值” 。比如象征考古学希望了解器物的纹饰和设计在哪些方面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宇宙观 ,贵族如

何应用奢侈品的象征性来操纵社会信仰和运用他们的权力。结构考古学试图分析考古材料之间在结构上

的关系 ,解读其背后蕴涵的规则。结构考古学认为 ,许多信息并不反映在个别器物的特征上 ,而是保存在

一组器物和遗迹现象共生的结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则将利益关系和冲突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动

力 ,认为是矛盾 、冲突和竞争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在社会发展中 ,人类的思想也能被用来改造世界。

2. 新史学。1900年 ,法国学者亨利 贝尔在《历史综合杂志》的发刊词上指出 ,传统史学以政治事

件为唯一内容 ,以考证文字为唯一方法 ,以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为唯一线索 ,以叙事式为表达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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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唯一方式 ,只强调历史事件的独特性和个性 ,因此缺乏科学性 ,应当创立一种新型的“综合历史学”

来取代它。他指出 ,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 ,更没有历史学。只有当历史学不停留在描述而是开始作出解

释时 ,才是科学的历史学 。

1929年 ,《经济和社会史年鉴》提出了“总体史”的口号 ,要求把经济 、社会 、文化 、思想乃至心理和下

意识的领域纳入历史研究的范畴 。1949 年 ,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导人布罗代尔提出了新史学的理论纲

领 ,即关于“历史时间”的“长时段”理论。他认为 ,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要采用结构 功能方法 ,应用系列

数据去研究社会中各种传统的功能作用 。他把历史时间比作“三层楼”的大厦 ,底层是“地理时间” ,是人

类与地球环境进行斗争的历史 。第二层是“个别时间” ,是传统的“历史事件”研究的领域。第三层是“结

构和势态的历史” ,也就是长时段的历史 。新史学就是“结构”和“势态”的历史 ,旨在揭示制约政治事件

的社会结构和势态。

新史学的变革带来了历史研究重心的转移:(1)传统史学认为历史研究的本质是叙述事件 ,而新史

学则把结构的分析看作主要的任务 。(2)历史学领域的扩大带来了史料和史料处理方面的新问题。传

统史学是以考证文字资料为唯一的历史研究方法 ,把官方的档案看作唯一可信的证据 。新史学选择新

的研究对象 ,改变观察历史的角度 ,不仅利用文字史料 ,而且还使用新的史料 ,包括口述史料和统计数据

来复原普通民众的活动和思想 。(3)传统史学的考证方法在处理新型史料上表现出它的无能 ,新史学则

面向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 ,利用经济学 、人口学 、社会学 、心理学 、人类学 ,从它们当中去寻找理论 、问题

和方法 。(4)新史学和传统史学在历史解释的准则上有根本不同的标准 ,新史学更多地关注集体的行动

和社会变化趋势 ,而非传统史学关注的个人因素。(5)新史学主张用厚今薄古的思想进行研究 ,从人类

的角度去研究历史学 ,从普通民众的新角度去解释历史事件 ,也因此被形容为“自下而上”的历史学。新

史学的变革还体现在历史研究的计量化上 ,这成为当代史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计量史学是指自觉地 、系

统地运用数学和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历史推理的研究活动。因此 ,计量史学既是历史研究的一种

方法 ,也是一种新型的历史学[ 22] (P77 90) 。

20世纪初 ,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 ,中国史学界也开始注重方法论的改进和对历史发展规律的重视。

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篇文章中 ,要求史家从传统的以王朝为中心的族类记忆 、国家记

忆 ,转向近代民族 、近代国家记忆 ,并引导人们关注世界记忆 。他认为 ,一种学术之发达 ,其第一要件 ,在

先有精良之研究方法 。他号召运用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来进行“史之改造” 。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

例》一文中对中国古代学术 、政治 、法律及风俗习惯历史发展作了系统的反思 ,开创了近代以来中国学术

史 、社会史 、政治制度史 、法制史 、文化史研究之先河。王国维提倡的思想和方法 ,体现了一种会通中西 、

贯通新旧的特点 。胡适也在方法论上提出了疑难发生 、指定问题 、假设 、推理 、证明五个步骤 ,并将其概

括为“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 。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实事求是 ,无证不信 ,广参互证 ,运用归纳 、演绎 、推

理的逻辑方法追根穷源 ,建立了一种现代史学的范例。而顾颉刚领导的古史辨运动更是功不可没。这

场论战促使史学家进一步从传统史学中解放出来 ,把史学研究向科学化的道路上推进了一大步 。然而

令人困惑的是 ,这些五四运动所触发的学术改革与创新在我国后来的古史重建和文明探源课题上几乎

没有什么反映 ,究其原因可能与建国后史学领域强烈的政治导向和意识形态至上的风气有关 。建国后 ,

新史学的一些代表人物如胡适 、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人 ,都因为政治原因而被边缘化 ,他们的学术观点和

方法常常被从负面来加以评判 。平心而论 ,就开拓性 、创新性和科学性而言 ,我们今天的学术视野似乎

还不及这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

从学科范例的变更上 ,我们看到 ,欧美的历史学和考古学都发生了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转变 ,提倡

超越政治史和贵族史的范畴 ,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视野来研究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 。由于中西学界之

间过长的历史和学术暌隔 ,使得中外学者在文明探源和古史重建的研究目标 、科学思维 、理论方法 、学术

语汇和解决的问题上都存在很大的不同 ,表现出较大的差距 。从科学范例变革所造成的差距上 ,我们可

以理解西方学者为何会对我国学术传统 、学术训练和研究成果持如此尖锐的批评态度 ,以及中外学者之

间难以沟通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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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古史重建与文明探源

我国目前的古史重建主要体现在以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为中心的重大工程上 ,从“夏商周断代工

程”的成果来看 ,这项研究的目标还是集中在文献学和年代学上。考古学 、天文学和测年技术等多学科

的参与也被用来解决史籍中漫漶不清的王朝年代问题 。

从国际学科发展的历史来看 ,文明探源工作一直在两种主要形式之间变换。一种是关注个别事件

和具体特征的历史学和个案研究 ,一种是关注社会文化一般发展趋势和规律的研究 。1870年代 ,摩尔

根在他的代表作《古代社会》里最早提出了三阶段的文化进化模式 ,使学界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产生

了极大的兴趣 ,并激励马克思和恩格斯构思促使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和最终发展方向 。20世纪上

半叶 ,博厄斯学派的历史特殊论在社会科学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和当时考古学盛行的文化历史研究

的宗旨正好不谋而合 。无论在埃及 、中国 ,还是在其他文明中心 ,追溯文明和早期国家的独立起源 ,构建

历史具体轨迹成为国际学界的主流。20 世纪中叶 ,美国新进化论再次强调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

性 ,使得学界对于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特别是新进化论建立了游群 、部落 、

酋邦和国家的四阶段社会进化模式 ,为探究文明起源和阐释社会演变的动力和规律奠定了理论基础。

新考古学提倡文化生态学理论 ,从环境 、人口 、资源 、权力 、宗教等各个方面来分析社会复杂化的过程和

特点 ,聚落考古 、环境考古和人地关系互动的研究将文明和早期国家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层次。自

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除了强调检验有关早期国家起源一般性理论模式外 ,开始转向

更加关注特定社会文化发展轨迹的历史学分析 ,使文化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日趋紧密。复杂社会被

看作是一种多功能的实体 ,其中意识形态 、权力关系与社会经济群体文化上的特殊形态相互结合 ,在塑

造特定政体的进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23] (P6) 。

在新近发表的两篇总长达 92 页 、引用文献计 1083 条的综述性文章中 ,美国学者史密斯(M. E.

Smith)和施赖伯(K. J. Schreiber)对近十年来美洲复杂社会和早期国家研究的成果与进展作了回顾。

在第一篇回顾早期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研究的论文中 ,涉及的领域和课题包括强化农业生产 、手工业 、

交换与贸易 、家居考古 、家庭与社会消费 、不平等和阶级 、群体合作 、性别考古 、民族身份[ 24] 。在第二篇

回顾政体 、宗教和都市化研究的综述中 ,他们介绍了有关早期国家的政体与权力 、都市化 、聚落形态 、宗

教(纪念性建筑 、献祭和地形)、墓葬与人牲 、家庭祭祀 、历史演变与动力 、语言与迁徙 、气候与生态环境等

探索领域与最新成果 。他们将这些课题从考古材料 、方法论的进展和理论阐释等方面进行综合评述 ,为

我们提供了当代美洲早期国家研究现状的详尽概况[ 25] 。这些领域和课题体现了当代学科重心转移后

早期国家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将它们与中国的研究现状进行比较 ,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绝大多数领域和

课题在我国的文明探源工作中不是极其薄弱就是完全空白 ,这种差距可能正是我们的文明探源成果难

以获得国际同行认同的主要原因。

面对中外治学方法的差别 ,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反应 ,即西方学者那套东西不一定适用于中

国 ,他们并不了解我们工作的成就和意义。我国学者的这种态度和反应 ,在前面已经提及 ,实质上是科

学范例变革造成的结果。对于仍然习惯于用传统方法进行研究的中国学者而言 ,面对完全陌生的当代

理论 、方法和实践 ,只能以不适用自己来加以掩饰 。而在西方学者眼里 ,中国学者思考的问题和研究的

方法已经过时 ,他们认为我们仍然在做不恰当 、不值得做或已被证明是无法做到的事情。正如库恩所指

出的 ,范例一变 ,科学研究的世界也随之改变 。在革命之后 ,科学家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他们

在新范例的指导下运用新的方法 ,注意新的领域 ,关注新的不同的东西 ,好像整个学术圈搬到了另一个

星球上 。范例的改变使得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变了。如果有一些人固守这种或那种旧

观点 ,干脆会被逐出这个行业 ,此后没有人再理睬他们的工作了[ 21] (P17 , P101) 。为此 ,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

研究成果达到国际水准 ,还是应该加强与国际学界的沟通 ,虚心了解学科的进展 ,不宜再用国情不同的

理由来漠视或掩饰这种差距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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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取向的文明探源不但要求了解历史事件的经过 ,而且还要解释社会演变的原因 ,了解主导文明

起源的动力 。这种研究与注重文献的历史学研究并不相抵触 ,而是能够强化历史重建的深度和广度。考

古学从生态环境 、生产技术 、经济形态 、人口压力 、社会结构 、聚落形态 、权力形式和意识形态来了解影响社

会复杂化进程活动中主要制约因素的作用和互动;人类学理论解释社会演变的因果关系和潜在规律;历史

学的文献研究可以提供相关政体 、贵族 、经济和宗教等活动的细节。比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献研究表明 ,

在乌鲁克至早王朝时期的上半叶 ,泥板文字都被用作会计目的 ,统计和记录庙宇贵族之间的谈判和交易 ,

配给 、施主 、产量和销售所记录的账单是其主要内容 。此后 ,文字也用到了管理和立法等其他事务上。到

了早王朝时期的下半叶 ,文字才被用来记录历史事件 、统治者名字 、文书交流和口述文献。在埃及古王朝

时期初 ,文字主要被王室用来记载人名 、地名 、日期 、容器中的物品。连续记载的表述一直要到第二王朝晚

期和第三王朝初才出现。古典玛雅的文字主要是铭刻 ,主要记录了国王和朝代的历史 、行政资料 、年历和

宗教经文。中国商周的甲骨和金文主要记载了王室贵族的占卜 、祭祀和军事等活动。在印度河谷 ,早期文

字主要出现在商品和宗教物品上 ,其功能很可能像今天的信用卡和身份证 ,是较高地位人士的标记。此

外 ,文字还被刻在陶 、石质的书板上 ,很可能是账册 ,证明当时的城市是商贸中心[ 26] (P584 594) 。

从世界几个文明古国来看 ,文字系统的起源和应用各有特点 ,而且其内涵和提供的历史信息具有明

显的局限性 。因此 ,早期的文字资料充其量只能为我们提供社会某些特定方面的局部知识 ,不足以用来

构建完整的古代史。在今天的国际学界 ,文献研究只是文明探源中的一小部分 ,大量的信息都要靠考古

学来进行独立的提炼和解读。虽然中国拥有可观的文献资料 ,但是这些对于了解和重建上古史来说还

是非常单薄的。与其强调考古发现只有用文献来说明才有意义 ,还不如说文献只有在考古学全面解读

了物质材料后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

五 、小　结

从对疑古辨伪 、考古研究 、古史重建及文明探源的思考与讨论中 ,可以得出以下三点认识:

第一 ,美国文化唯物论学者哈里斯(M. Harris)指出:“科学是西方文明的一项独特与宝贵的贡献 ,

这并不否认其他文明对科学知识的贡献 。但是只是在西欧 ,科学方法的独特规则被最早确立和予以清

晰的表述 ,并系统地应用于整个无机的 、有机的和文化的现象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 ,这不是从种族优越

感来肯定科学是一种认知方法 ,它对全人类都具有卓越的价值。在整个人类史上 ,只有一种认知方法鼓

励其本身的参与者怀疑自己的前提 ,并系统地将自己的结论呈现给怀疑者进行有敌意的审视。”[ 27] (P27)

这种科学态度和思辨精神 ,要求学者们不但要重视对研究客体真实性的梳理 ,而且还强调对研究者本人

的立场 、知识背景 、学术能力以及各种影响其主观判断的社会影响和价值观进行严格审视的必要性。因

此 , “善思”和“善疑”应该是我们从事研究必备的基本科学素质。

第二 ,我们应该超越传统学术方法 ,从国际水准来审视我们这项工作的现状 。考古学探索的范围远

不止文化和事件的历史编年。从某种意义而言 ,考古学的历史重建处于一个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汇合

的聚合点。考古学本身的发展和提高越来越依赖于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自然科学手段的帮助 ,而它

也成为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全方位研究人类发展的一个信息库。考古学的学术定位应当是整个人

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 ,它和历史学不是依附的关系 ,也不是仅仅为编史学服务的工具 ,而同是

以了解人类自身历史和社会发展历程的独立研究领域 。

第三 ,我们的古史重建和文明探源应该超越三代国家的纪年 、地点和文献记载的真实性 ,来探索文

明和社会发展具体轨迹并阐释其原因。我们还要了解中国文明起源的动力是否和其他文明古国有类似

之处 ,或寻找我国文明起源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原因和动力机制 。只有在对中华文明起源具体过程和规

律认识的基础上 ,我们才能构建一部科学的古代史 ,才能使我国的文明探源研究跻身世界学术之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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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t of the old , archaeology and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Chen Chun

(Depart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Museology , Fudan University , Shanghai , 200433)

Abstract:H isto rical skepticism in the ear ly 20th century had g reat influence on the beg inning of mode rn Chinese archaeolo-

gy , and also played a decisiv e ro le in its academic o rienta tion. The quintessence of scientific a rchaeo log ical me thod lies in

exceeding the tex tual documents , a s w ell as refining social and cultura l info rmation from the silent material legacie s.

Meanw hile , the gr eate st preponderance o f archaeolo gy is just the over all analy sis of the diachronic evo lution o f primitiv e

so cieties in the long term fr om the aspect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 living sty le , technical economics , social structur e

and even the ideolog y , and carding the va riables and influencing facto rs critical to the evolution of civiliza tion. “ Doubt o f

the old” o r textura l criticism must be a basic element of scientific resea rch. A rchaeo log y has long been an independent dis-

cipline , and not merely an implement to prov ide histo rians with w riting reco rds. V iew ed from the paradigm revo lution ,

the Weste rn history and ar chaeolog y bo th have made transforma tion toward sociolog y and anthropolog y , w hich advocate

to exceed the ca teg ories of political and aristocratic histo ry , and to take the bo ttom-up v ision in studying eve ry aspect o f

the w hole so ciety. In the histo rical r econst ruction and the study of the origin of ear ly civiliza tion , Chine se scho lar s should

free themse lves f rom histo rio g raphical and documenta ry per spective s and make every endeavo r to understand and explain

so cial pr ocesses and causality .

Keywords:doubt of the old;methodolo gy ;paradigm revolution;documents and ar chaeolog y;origin o f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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